
在近几年厉以宁先生发

表的重要演讲中，我多次注

意到他提及经济中的三种调

节，也就是市场、政府和道

德调节。在他看来：市场调

节是第一种调节，是一只无

形的手，以其自然规律在资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

府调节是第二种调整，是一

只有形的手，靠的是法律法

规政策，政府调节起着引领

规划的作用。道德力量则是

第三种调节，是一只看似无

形却又有形的手，并且是历

史最悠久的一种调节。

他进一步阐述，从时间

上 看 ， 市 场 几 千 年 前 才 有 ，

原始公社解体后部落之间出

现了商品交换，而政府的出

现则晚于市场。可是在没有

市场和政府出现之前，经济

运转靠的是什么？是一种道

德 力 量 调 节 。 以 后 有 了 市

场，有了政府，同

样 需 要 道 德 来 调

节 。 最 后 他 总 结

道：市场调节是无

形的，政府调节是

有形的，道德力量

调节则是无形却有

形、有形又无形。

这个关于有形

和无形的调节，使

我联想到经济学鼻

祖亚当 · 斯密对此

的论述。很多人知

道亚当 · 斯密对市

场这个“看不见的

手”的论断，却往

往忽略他关于另一

只手的论述，那就

是对情感道德之手

的总结。

亚当 · 斯密认

为在一个商品社会

和市场经济中，市

场有自己的成长逻

辑和运行规则，同

时也内生了自己的

调节方式。而每个

市场参与者也就是

每个市场经济的个

体，首先考虑的是

自己的利益，他们

都有追求个人利益

最大化的冲动。这

样一来，如果充分

利 用 市 场 内 生 机

制，放任个人自由

竞争，这只看不见

的手就会起到自动

调节的作用，使社会资源分

配达到最佳状态。

斯密关于无形之手的判

断影响深远，以至于后来推

崇市场的经济学家都以此为

依据，甚至将市场的自然调

节当作经济运行中唯一的调

节，唯此为大，以至于武断

地 认 为 人 本 质 上 是 自 私 的 ，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市场当然

也是利己的，市场为大的理

论后来发展到了极致，几乎

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

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回顾

一下亚当 · 斯密的另一部巨著

《道德情操论》，他在里面提

出：道德的基础是同情，而设

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关心别人

的幸福就是同情。在这里，他

说的是利他主义。因为在他看

来。同一社会里，市场中的经

济人一样可能成为情感约束下的

道德人，而无论利己主义还是利

他主义都出自人类的本能，并非

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只是利己主

义出自人类的本能。亚当 · 斯密

进而指出，只有社会所有成员都

具有同情心并以此作为行为准则

时，社会才能安定和谐，才能

持续发展。

他在这本书中讲道：“当

别人的幸福或者痛苦在多方

面 都 取 决 于 我 们 的 行 为 时 ，

我们就不敢像自爱可能暗示

我们那样把我们的利益放在

其他许多人的利益之上。这

时内心那个人马上就会提醒

我 们 ， 我 们 把 自 己 看 得 太

重，把别人看得太轻了，而

且那样做我们就把自己变成

了我们同胞鄙视和义愤的恰

当对象。特别高尚和具有高

尚道德的人就不会为这种情

感所左右。”

为 此 他 甚 至 提 及 遥 远

的、自己从来没有到过的中

华帝国，假设中国出现大地

震，亿万中国人被地震所吞

噬，有些人会对此巨大灾难

表示下同情后就忘却了，而

对自己失去个小手指头这样

的事都会永生难忘。他以此

来批评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行

为。进而指出：“一个人绝不

能 把 自 己 看 得 过 于 重 于 别

人，而为了个人利益伤害或

者损害别人，即使自己所获

得的利益要比对别人的伤害

大得多。”

在表达上述理念时，亚

当 · 斯 密 既 强 调 了 道 德 作

用，也说明了人本质的双重

性甚至多重性：人本性不只

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不

只是仅仅想到自己的，也是

顾及别人的。所以就要平衡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让市

场自由一体独大、到了无以

复加的高度，让人的行为起

于私欲又止于私欲而不加任

何形式的限制。

亚当 · 斯密当

年在英国北部古老

的拉各斯大学长期

讲 授 “ 道 德 哲

学”，应该说他对

这个领域研究深度

并不亚于他对经济

学的研究，其成果

甚至早于经济学。

而在几百年前他生

活的年代，不但伦

理学在英伦学术界

是道德哲学的一个

部分，就连经济学

也是道德哲学的一

个组成部分。即使

他在写 《国富论》

的同时，也在不断

修 改 《道 德 情 操

论》，前后超过五

次，一直修改到其

生命的最后几年，

可见他对这本书的

重视。

亚当 · 斯密在

分析人类情感时是

从道德高度、从个

人和社会福祉为出

发点的。他在此书

中还谈及了同情、

正义和仁慈，这些

都是拥有广泛社会

认知的优良品德。

在他的眼中，人类

天 生 就 有 着 多 面

性，对任何一面的

过度解读都不是正

确的方法论。

同时，亚当 · 斯密还指

出人类情感要表现适度，因

为只有表现和发泄适度的情

感才是最完美的情感，同时

也 是 一 种 美 德 。 所 谓 适 度 ，

就是在人际交往中让人感到

合适的程度，让人感到合适

的行为，让人感到舒适的举

止，也就是说恰到好处。

而伴随情感的适度而来

的就是行为的适度、对快乐表

达的适度和对痛苦表达的适

度、对美好事物表达的适度和

对丑陋事物表达的适度。只有

当社会的成员都能具有令人愉

快的高尚情感和适度行为时，

社会才和谐。仔细想想，亚

当 · 斯密在这里阐述的就是中

国古代哲人讲的“物极必反”

和“过犹不及”的道理：无论

做任何事都不能过分，即便办

的是好事，出于好心，否则就

可能走到了其反面。现代人常

说的所谓“底线”也有类似的

道理。

这个底线可能是法律的

底线，如果法律和规定有所

规范的话；或者就是道德的

底线，那就是人类普遍的认

知。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

自然规律，如果发展到了极

端、危及人类的生存，那人

类也有改变自然的意愿，而

这种意愿具有合理性。就像

人类围堰筑坝免得水白白流

逝一样，就像在干裂到寸草

不 生 的 大 地 上 降 人 工 雨 一

样，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

手如果造成灾难，作为政府

或者市场管理者，则有责任

进行纠偏。当然干预也要适

度，也要知道见好就收，也

要按着市场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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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思

党的宗教工作在长征中探索与实践

戴胄的廉直
□ 陈 良

在 《贞观政要·论俭约》 文未，有

四段文字简要记述了岑文本、戴胄、温

彦博和魏征等人的俭朴。作为官至宰相

的大人物，他们之所以俭朴是由于清

廉。试想，他们要是以权谋私的话，绝

对不会落到清贫地步。所以，假如评选

感动大唐的廉政人物，他们应当之无愧

地入选。不过，同是廉政人物，各人性

格事迹不尽相同。本文将要推介的是戴

胄，且看他何以成为廉政人物。

史料记载，戴胄为人坚贞正直，办

事干练，熟知律法，通晓文案。隋末，

他曾任门下录事，得到纳言苏威、黄门

侍郎裴矩的赏识。隋炀帝遇害后，王世

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为帝，戴胄被任命

为给事郎。王世充试图篡位，戴胄直言

劝阻，王世充点头同意，但觊觎之心并

未收起。不久，王世充胁迫小皇帝为自

己加九锡殊礼，戴胄再次劝谏；王世充

恼羞成怒，将戴胄贬为郑州长史，让他

与王行本一同守卫虎牢。稍后，王世充

废杨侗而自立称帝，国号为郑。唐武德

四年 （621 年），秦王李世民攻克武牢，

戴胄被引入秦王府任士曹参军。

贞观元年 （627 年），大理寺少卿

（最高审判机关副职） 出缺，唐太宗首先

想到了戴胄：“大理寺少卿，是关系到人

命的官职，戴胄清廉正直，正是最佳人

选。”戴胄刚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随即

遇到一件麻烦事。有一天，长孙无忌应

召参见皇帝，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皇宫

的东侧门，出了阁以后，走到东门口，

守门的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 （宰

相） 封德彝认为，守门校尉没有及时发

觉问题，应当处死刑；长孙无忌失误带

刀入内，应判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

唐太宗同意这个意见。戴胄反驳说：“长

孙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觉，同为

失误；但臣子对于皇帝不能以过失推脱

责任。按照法律规定：供奉皇帝的汤

药、饮食、舟船，发生任何差错都要处

以死罪。陛下如因长孙无忌有功而从宽

处理，这就不是司法机关可以议定的；

如果依法处理，那么罚铜是不合适的。”

唐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

天下的法律。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

国戚，就可以徇私枉法？”于是下令重新

审议。封德彝坚持最初的意见，唐太宗

默认。戴胄再次辩驳说：“校尉因长孙无

忌而获罪，依法应当从轻处理；就过失

而言，两者情节严重程度相同，而判决

却有生死之别，这样肯定显失公平，我

斗胆请求宽恕校尉。”唐太宗觉得戴胄言

之有理，也就免除校尉的死刑。

戴胄就是这样正直，凡事总是秉公

而断，依法处理。哪怕自己意见与皇帝

相左，只要有法理依据，他坚决据理力

争，绝不曲意枉法而迎合皇上。当时朝

廷大力选举人才，有人为了上进竟然伪

造身份资历篡改谱牒。唐太宗特地下

诏，允许作伪者自首，凡不自首的，一

经查出，死罪论处。不久，有一位作伪

者事情败露，戴胄负责受理此事，依法

判处此人流放，并报告皇上。唐太宗召

见戴胄，当面斥责道：“我当初下诏令，

说不自首者处死，你现在按法律判他流

放，这不是向天下表明我说话不算数

吗？”戴胄回答：“陛下如果当即下令处

死他，臣下自然无法干预。既然走司法

程序，为臣就不敢违背法律。”太宗质

问：“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我失信

于天下？”戴胄解释：“法律是国家为布

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语是一时喜怒说出

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

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

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

曲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的信用，臣为

陛下感到惋惜。”太宗顿时醒悟，欣然采

纳戴胄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在法律上

有所失误，你能予以纠正，我就没什么

忧虑了。”

的确，戴胄参与办理任何案件，都

以法令条文为依据，分析周密细致，逐

条厘清罪证，言辞如泉涌，极富说服

力。为了维护公正，他多次冒犯皇上直

言。好在唐太宗为从善如流的明君，不

仅没有迁怒于他，反而不断予以提拔重

用。继大理寺少卿之后，戴胄升任尚书

左丞，贞观二年，唐太宗又让他与魏征

一同担任谏议大夫，检点朝政得失；贞

观三年，戴胄升任民部尚书，兼任检校

太子左庶子；杜如晦病逝后，唐太宗遂

让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仍旧担任民部尚

书、太子左庶子、谏议大夫。贞观四

年，戴胄不再代理吏部尚书，以民部尚

书之职参与朝政，成为宰相级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戴胄的官位不

断上升，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严守法

度，从不以权谋私，从不经营产业，除

了法定俸禄及皇帝赏赐，没有任何灰色

收入。所以，戴胄虽贵为宰相级大人

物，却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简朴的生

活。贞观七年，当戴胄因病去世的时

候，他家因为房屋简陋而狭小，竟然连

祭奠的地方也没有。如此寒碜，皇上也

不禁为之动容；为了哀悼这位清廉正直

的大臣，唐太宗罢朝三日，下令官府特

地为他建造一座家庙，并命虞世南为他

撰写碑文。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给点阳光就灿

烂”，只要握有一点权力，就挖空心思以

权谋私。相对而言，戴胄担任过朝廷重要

部门吏部 （管理官员）、民部 （管理财

政）的一把手，并且以民部尚书身份履行

宰相职责；论地位与权势，不能说不显

赫。究竟什么原因使得戴胄如此清廉？

或许有人认为，戴胄受儒家文化熏

陶有君子操守，没有贪腐的动机，不想

贪。其实，戴胄并不精通经史，任职吏

部时，他奖掖法吏，抑制文士，颇受争

议；况且自实行科举制以后，很多受儒

家文化熏陶而入仕的官僚都沦为贪官污

吏，可见儒学教化并非为官清廉的先决

条件。或许有人认为，戴胄的清廉是因

为他循规蹈矩胆小怕事，不敢贪。在帝

制时代，帝王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惹恼

帝王随时有生命危险，戴胄多次在皇帝

面前犯颜直言，表明他绝非胆小怕事的

懦夫。或许有人认为，戴胄的清廉其实

是政治生态使然，因为当时政治清明，

不能贪。这个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不过，就戴胄而言，其清廉关键在

于内因。《旧唐书》 也好，《新唐书》 也

好，在戴胄本传中并没有介绍他的廉政

事迹，只是用大部分篇幅记述他的二则

秉公执法故事。透过两则故事，不难看

出他是一个极为正直、极讲规矩、极度

守法的人。古往今来，所有贪腐行为无

不是违法乱纪行为。由此可以推断，大

凡讲规矩守法度的人为官必定清廉。

□ 陈延武

长征中，红军在湖南、贵州、四

川、云南、宁夏、甘肃、青海等少数民

族地区滞留最久，这里的苗、彝、纳

西 、 傈 僳 等 族 信 仰 基 督 教 、 天 主 教 ；

藏、土家、纳西等族信仰佛教；白、瑶

族信仰道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面对

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现实政治问题，

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理论解决中国

实际问题，制定、宣传了党的宗教政

策，成功实施了统战工作，赢得了宗教

人士的支持帮助，许多信教的爱国者还

积极参加红军投身革命，在很大程度上

保证了长征的顺利进行。

探索与完善宗教政策

中央红军长征375天，经过少数民族

地区136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

少数民族地区达 15 个月；红二方面军驰

骋 9320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 2830

公里。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地处西

南西北，地域辽阔，山高路险，经济发

展缓慢，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密切联

系，社会极为复杂。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少

数民族广泛接触、深入了解，较为全面

探索了怎样解决中国宗教问题。长征

前，由于受“左”的错误路线干扰和当

时革命重点主要在汉族地区，党对宗教

工作的重视不够，有关文献寥寥可数，

有关政策脱离实际，如规定凡为牧师、

神父、和尚、道士、斋公身份，凡从事

看地、算命、卜卦三年以上的“宗教职

业者，未有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

“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

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

教的宣传的自由”，只“保障工农劳苦民

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等，这些宗教政

策并不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

1935年 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

“左”倾错误路线，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

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重新确立毛泽

东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

国革命的转折点。此时红军已越过了十

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运用马列主义

宗教理论处理复杂的宗教问题提供了条

件，党的民族政策也在实践中丰富和发

展，如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废除宗教特

权和宗教压迫；提出联络和争取少数民

族和宗教上层人物，改变了过去把他们

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并列在一起反

对 的 政 策 ； 尊 重 少 数 民 族 的 宗 教 信

仰，区分风俗习惯与愚昧落后、迷信

等。这些在长征中形成的较全面的宗教

政策，在长征胜利后得以完善并延续，

在 1949 年 政 协 会 议 通 过 的 《共 同 纲

领》、1954年后颁布和修订的 《宪法》中

得到充分体现。

宣传与执行宗教政策

各个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千差万别，

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各不相同。对待少

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的态度，往

往被视为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稍有疏

失和怠慢，就会造成冲突和对立。长征

中，为消除民族隔阂及对红军的疑虑和

戒心，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抵达甘陕

地区会师，中共中央发布宗教工作决

议、布告及指示，在解决复杂的民族问

题的同时稳妥处理宗教问题。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各路红军进驻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时 郑 重 宣 布 宗 教 政 策 ：

“回、番民族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回民

信仰的绝对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

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念经敬

佛当喇嘛听其自愿”，“反对强迫信教，

强迫当喇嘛”等。红四方面军制定了

《番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

规定“政治上给一切革命带头人、喇嘛

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济上不没收大

头人、大喇嘛的财产，仅没收顽固对抗

的反动头子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群众”

等。红一方面军1935年9月到达甘肃哈达

铺回民区，特颁布 《回民区域政治工

作》 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

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

义，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

营，否则应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

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

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

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等。当地回民看

到红军虽住进了回民房子，但都到郊外

煮饭，顿生好感。王震、萧克非常尊重

藏族人民的信仰自由，将书写“扶助藏

族解放”的锦旗赠送桑披喇嘛寺的纳瓜

活佛。

保护宗教文化及活动场所。红军所

到之处，非常注重保护寺庙、观宇、教

堂、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对寺内大

殿和经堂派岗加哨，对佛器、经书、建

筑严加保护。贺龙率部途经云南中甸藏

传佛教最大喇嘛寺时，表明共产党尊重

信仰自由，红军不动喇嘛寺内的一切，

加岗放哨保护寺庙、僧侣们的安全。李

先念率领的 30 军在甘孜藏区颁发布告：

“此系合矛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

扰。此告！”红四军政委陈昌浩也发布文

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兴番灭蒋

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

办。”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彝族聚居

区，规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

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及时查处了

个别战士将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将经

典书用来铺睡等问题，并“处罚十一团

政委 （给以警告），并印发通令公开在支

部各种会议上斗争”。

实行政教分离。红军在宣传宗教自

由的同时，努力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主

张民主管理宗教，废除宗教特权和宗教

压迫。1935年 6月，红军在给康藏民众的

宣言中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人民

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

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

1936 年 3 月、5 月，红四方面军先后提

出：“政教必须分离，喇嘛等绝不能干涉

政权机关。”“宗教人员不能干涉政治，

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废除宗教特权”。

同时宣布“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

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

尊重和团结宗教界上层进步人士。

1935年 5月，中共中央认为“在有些民族

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除少数上层分

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应采

取尊重、团结、争取以及对顽抗分子分

化并给予适度打击的策略，加强与宗教

上层进步人士的沟通与互信。活佛、阿

訇、祭司等宗教上层人士，因历史原因

在群众中有威信，红军一般都采取说服

教育和积极争取的方针，还创造性地把

对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与解决民族问题

结合起来。红军总政治部在回族地区规

定：“凡愿意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訇及

一切回民都可以参加回民政府。”红军协

助建立地方民族政权，吸收了当地的头

人、土司、喇嘛和阿訇等宗教上层进步

人士参加。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

承等都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

作，有的还订立了政治或军事联盟。毛

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抵达甘肃通渭

地区时，亲切地与阿訇站在街上交谈。

区别对待不同的外国宗教传播者。

对打着宗教旗号进行反中国革命的予以

严肃处理，对虔诚传教并对中国革命予

以同情的宽以相待。1934年 10月红六军

团至贵州境内扣留了天主教瑞士籍勃沙特

等人，带勃随红军长征并在生活上给予照

顾，肖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为勃获释饯行

并提供足够的路费。勃沙特1936年12月在

英国伦敦出版回忆录 《神灵之手》，以其

与红军相处十八个月的经历告诉人们：

“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

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其原理，

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该书帮

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扩大了影响，回击了

西方和国民党对红军的诬蔑和攻击。

长征中，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相互

交织，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与民族政策一并贯彻执行，贴近

实际、深入人心，获得宗教人士的信任

与支持。贵州镇宁布依族头人陆瑞光热

情护送红军过境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

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

红军；中甸归化寺“八大老僧”、定乡桑

披喇嘛寺活佛纳瓜等帮助红军筹粮并赠

给粮食物品；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

达、陕甘回族中的一些阿訇以及其他许

多信教的爱国者支持红军、参加革命。

做好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要继承

和发扬长征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传统、

经验和方法，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

局出发，把握宗教工作的本质，全面贯

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领、用中华文化浸润我国各宗

教，自觉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提

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重视发挥宗教

界人士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努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

统一服务。

﹃
第
三
只
手
﹄
的
调
节
作
用

□

车

耳

作
者
：
阿
朗
一
笔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仁
和
礼
宾

作
者
：
李
铁


